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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钱会习惯法研究
郑 启 福

（福建师范大学 法学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民国时期钱会作为一种兼具储蓄和信贷双重作用的民间信用互助方式，在我国各地广为流传，
并逐步形成了为当时社会所认同的钱会习惯法。民国钱会习惯法在钱会设立、内容、履行、变更、终止等方面

均有着较为成熟的操作规范，同时它与国家制定法和司法实践进行着良性的互动，从而起到了保障钱会顺利

运行的作用，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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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会也称“合会”、“互助会”、“呈会”、“邀会”等，是一种兼具储蓄和信贷双重作用的民间信用互
助方式，具有互通有无、缓急相济、自助助人、济困扶危的功能。一般而言，钱会由发起人（会首）邀
请亲友若干人（会脚）参加，按约定的时间举行，每人每次各缴一定数量的会钱（会费），轮流交一人
使用，借以互助。会首照例优先使用首期会款，以后各期按照约定的方式（如抽签、投标等），决定会
脚收款（得会）的次序，在每个会脚都使用会款后，一个钱会即告结束。

民国时期的钱会名称各异，种类繁多，按照不同的方法有多种分类，如按照参加人数的多少，有
浙西地区的七贤会、八仙会［１］，江苏无锡的七子会、十子会［２］３９，安徽潜山的“六人会”、“九人会”

等［３］；按照得会方法的不同，钱会可以分为标会、轮会和摇会等，其中，标会是指以投标竞争的方式
决定每期会款使用者的钱会，如山西闻喜的“广济会”［４］、福建闽侯县的“广东会”［５］、河北南部各
县的“拔会”［６］；轮会是指各会脚依照预先认定的次序轮流收取会款的钱会，如江西南康的“四不盖
会”，湖北五峰的“缩半截会”，湖南桃源、慈利、大庸等地的“苏接半会”［７］４７６、５２１、５３３；摇会是指通过掷骰
子或抓阄的方法随机决定每期会款使用者的钱会，如湖北黄安的“打会”、江苏如皋的“至公会”与
“和同会”等［８］。民国时期，钱会在我国各地广为流传，成为当时民间流行的一种小规模的金融合作
方式，［９］并逐步形成了为社会所认同的钱会习惯法。随着钱会的发展，民国时期的一些经济学者、社
会学者开始将它纳入研究的视野，其中王宗培、杨西孟等人较为系统地研究了钱会的种类、组织、会规
和会利。近年来，学界对民国时期钱会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探讨了钱会的类型、数量、会规、性质、功
能、基本构成、运作方式、纠纷的解决等①，而从钱会习惯法角度的梳理和研讨还相对薄弱。本文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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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畅探讨了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合会的运行机制、类型、功能和特点。参见徐畅：《“合会”述论》，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单强、昝金生研究了近代江南农村合会的性质、数量、形态、机制、功能。参见单强、昝金生：《论近代江南农村的“合会”》，载《中国经济史研

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李金铮探讨了２０世纪上半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钱会的种类、数量与分布、基本构成、运作方式、社会功能及其流弊。参见

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胡中生探讨了徽州民间钱会的类型、融资

与互助功能。参见胡中生：《钱会与近代徽州社会》，载《史学月刊》２００６年第９期；《古徽州活跃的民间金融组织————钱会》，载《中国金融》

２００８年第５期。储建国探讨了钱会的由来、性质及其特点。参见储建国《论钱会的由来及其性质和特点》，载《浙江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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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民国时期的习惯调查、钱会会规等资料对这一时期的钱会习惯进行研究，并分析当时国家法律和司
法实践对钱会习惯的态度，以期为我国当前的钱会立法、执法和司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一、钱会的成立规范

（一）钱会的形式规范
民国时期的钱会已经较为规范，一般不采用口头形式，而采用书面形式———钱会会规。钱会会

规又称会单、会约、会书、会契、会簿等，是会首与会脚共同约定、彼此必须遵守的章程。会规是钱会
成立和履行的书面凭证，是人们运作钱会的记录资料，体现着人们应遵循的各种运作规范，反映了
钱会习惯的具体内容。为便于本文的论述，笔者将民国时期的一份钱会会约全文录入如下［１］：

　　会约
立会约朱祖谋今因正需敢恳
亲友玉成一会，式仿八仙雅集，凑成大洋玖拾捌元正。每年一举，准于四月念捌日为期。临

期风雨无阻，务人银齐到，预先认定，挨次轮得。倘有会外交往，不准会内扣除。首会设席到底。

诸君金玉高风，惟祈始终如一，以全雅谊云。

台甫谨书于左：

贰会　朱贵福　君

　　　柯海林　君　　　　　　合解大洋念元　正
叁会　朱贵福　君

　　　柯海林　君　　　　　　合解大洋拾捌元　正
肆会　胡金铃　君　　　　　　　解大洋拾陆元 正
伍会　朱掌福　君　　　　　　　解大洋拾肆元　正
陆会　卜鹤松　君　　　　　　　解大洋拾贰元　正
七会　朱福松　君　　　　　　　解大洋拾元　　正
捌会　李连甫　君　　　　　　　解大洋捌元　　正

　　　　　　　　　　　　　　　　中华民国拾三年麦秋立

　　　　　　　　　　　　　　　　　　　会满作废
从上述会约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会规一般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为契约文字，后半部分

则为会款摊付办法的说明。具体而言，钱会会规应包括以下内容：（１）钱会成立的原因；（２）确定会
首和会脚；（３）确定会期和会款；（４）确定收会的方法，如抽签、掷骰子、投标或预先认定次序等；（５）

规定入会者的责任，即必须按时缴纳款项，不得拖欠；（６）规定酒席费用的承担；等等。这种书面形
式的会规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安全性、减少和解决纠纷，维护钱会的稳定运行。

（二）钱会的参与者
钱会一般是会首基于某种原因急需一笔资金，邀请信用可靠的亲朋好友若干人为会脚而设立

的，因此钱会的参与者包括会首和会脚。其中，会首是钱会的发起人，也称为头会、首会、会头、会母
等，担任会首之人基本上具有良好的信用，而且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只是暂时需要一笔资金周转，如
江西寻乌的钱会会首“不是全无资产的人，多半是中农阶级及小商人中间打会的多。富农不消打
会，极贫的贫农想邀个会也邀不到，只有半自耕农，佃农中之有牛力、农具者，自耕农，市镇上较活动
没有破产危险的小商人，他们邀会才有人来”［１０］。被邀请参加钱会的亲朋好友则称为“会脚”、“会
员”、“会友”等，被会首邀约入会的会脚一般也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具有将钱会维持到结束的能力，

如江苏武进“真正的贫农很难入会，入会者多为小自耕农”［１１］。会脚参与钱会的目的在于帮助需要
资金的会首或其他会脚，而并非单纯为了追求物质回报，体现了民国时期钱会的互助性特点。

会首与各位会脚之间大多具有亲友乡邻的关系，这也是钱会互助性特点的内在要求，如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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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拾三年（１９２４年）朱祖谋等会约》中，朱祖谋就是会首，会脚包括朱贵福、柯海林、胡金铃、朱掌福、

卜鹤松、朱福松、李连甫，这些会脚都是会首朱祖谋的亲友乡邻；浙江兰溪民间的摇会是由会首邀亲
朋好友若干人而成立的［１２］；安徽宿县的摇会“通常是以亲友关系，组织成立”［１３］；湖南省的钱会会员
大多是“亲戚朋友素有往来之熟人”［１４］。

民国时期的钱会参与者大多是自然人，但不限于此，如在１９４６年重庆市北碚法院审理的王思
瑶诉黄子璞、同心长钱会纠纷案中，作为经济组织的存心堂就是钱会的会脚之一［１５］；在１９４６年上
海地方法院审理的大生堂国药号诉徐鹏飞给付会款案中，大生堂国药号作为非自然人的组织也是
钱会的参与者之一［１６］。可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钱会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经济组织也可
以成为钱会的参与者。

二、钱会中的权利义务规范

（一）会首的权利义务

１．会首的权利
（１）取得首期会款。由会首使用首期会款是民国时期钱会会首约定俗成的权利，如南京国民政

府司法行政部所编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记载，奉天省西安一带的请钱会由会首组织而成，第一
次各会脚各出会钱若干，交于会首拔去；河南开封县的画会大抵由需钱紧急之人出作会首，邀集会
友若干人，各出会资若干，均归会首先用；江西省赣县银钱会的会首也是当然获得首期会款［７］３３５。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取得首期会款是会首成立钱会的目的，也是会首组织钱会的重要动力。
（２）向会脚收取会钱的权利。这项权利是钱会会首固有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会首应当

承担的义务。据《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记载，上海松江挨会的每期会款都是由会首向各会脚收取，

然后交予得会者收纳；江苏武进的集会“每至会期，各会友均携款到场，交由会首收取，转交得会
人”；福建省厦门民间合会，由会首和若干会员组成，各出会金若干，交与会首收受［７］４０６、４１８、５１５。

２．会首的义务
（１）召集、主持钱会的义务。钱会是由会首召集亲朋好友而成立，因此，会首在习惯上负有召集

会脚、主持钱会事务的义务，具体包括：按照会脚的基本情况制作会规；确定钱会的起止时间以及会
期；决定钱会开会的场所；在每次开会之前的合理时间内，通知会脚到场开会；在每次开会时，会首
应当安排好招待会脚的宴席，并依照约定的方法主持钱会，办理钱会的竞标、抽签等事宜。例如，钱
会成立时，会首在会脚征集齐全后，应向各会脚发送会贴，告知会脚钱会成立中的若干事项。下面
举会贴一例［２］８４５：

　　兹因诚请写会一简 共请廿枝 每枝上洋一元 定于本月廿八日起 如有黑白千（签）不到 俱
有会首担负责任 是日下午五点至六点 过时黑白千（签）不候 会址三才堂×宅 敬候

　　　　　　　　　　　中华民国廿一年十月廿八日起

　　　　　　　　　　　　　　　会首×××起
如果会首在开会时因故无法到场主持钱会，会首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主持，如湖南省石门、湘

乡等地的“金钱结会”的会规约定：“会首或有年老及他事故不能经理会务者，或命子侄兄弟，或推于
会友代理，均可”［７］５５４。

（２）给付会钱的义务。会首取得会款时，类似于向其他会脚借贷，因此按照钱会的运作规则，会
首自第二期起，应当依照约定，按期缴纳相应的会钱，如上海松江挨会的会首从第二期起“即以各会
户交进之总数，按照会户之次序，并各人交进之数作为各期分还”［７］４０６。会首给付会钱的方式大致
有以下两种：按期还本之法，即会首只还本不付息；还本加息之法，即会首在还本时还应加算相应的
利息。

（３）按期向得会会脚支付会款的义务。在每期钱会的得会会脚确定后，会首应当向其他会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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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会钱，并连同自己的会钱，在一定时间内交付给得会会脚。
（４）代垫会钱的义务。会首在每次会期到来时，应当提前数日通知会脚该期的应缴款数，在钱

会开会时统一收取。如果出现会脚“黑白签不到”，则“俱有会首担负责任”，即一旦会脚中途拖欠或
基于各种原因无法继续缴纳会钱的，会首应承担代垫会钱的责任。在江西南康县的“四不盖会”中，

会脚如果出现应缴不缴或者缴纳不足额时，会首应承担连带责任。会首应当承担代垫会钱的义务，

是因为钱会的成立是会脚基于对会首的信任，相信会首邀集的各个会脚都能够恪守信用、按时支付
会钱，因此，如果有会脚不能缴纳会钱时，会首有责任代垫，以保证钱会的顺利运行。可见，会首在
这里还承担了担保责任，在会脚违约时，要承担连带之责。当然，会首对未履行义务的会脚享有追
偿权。

（二）会员的权利义务
按照约定的期限缴纳每期会钱是会脚的主要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也是会脚享有相应权利的

前提。因此，每届会期会脚必须“风雨无阻，务人银齐到”，按时缴纳会钱；会脚届期如果无法亲自到
会，则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如新安会规规定：会脚“倘因贵干，未便驾临，务请委托代表赴
会”［１７］１３８。会脚所缴纳的会钱因其已得会或未得会而有所不同：已得会会脚（又称重会）所缴纳的会
钱中包括相应的利息；未得会会脚（又称轻会）则无需支付利息，因为此时的重会处于债务人的地
位，而轻会则处于债权人的地位。

会脚的主要权利是按照约定的方法或顺序，收取并使用会款。如前所述，会脚的收会方法大抵
包括投标竞争法、拈阄摇彩法、坐次轮收法、抽签法等。按照习惯，在得会会脚领取会款时，得会会
脚应当向未得会的各会脚出具会收票，以为凭证，如镇海十贤会会规规定：“诸友领会之日，须出凭
单，当场画押，交付各轻堡存照。其凭单，每期随付随收”［１７］１４４。下面举会收票一例［１８］：

　　立会收票
今收到　　　名下第　期点付会银　　　　圆正，待日后持票人值收之期，敬当依照会例

所应付之数出还，绝不短少延误。合立会收票为凭。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值收　　　（押）

　　　　　　　　　　　　　会证　　　（押）

　　　　　　　　　　　　　会首　　　（押）

三、钱会的变更和终止规范

（一）钱会的变更规范
钱会会约作为一种民间契约，其参与者可以依契约自由原则，按照约定的程序、方式对其内容、

主体等进行相应的变更。

１．钱会内容的变更
依据钱会的运作习惯，钱会内容的变更主要包括会钱数额的变动、会款支付方式的变化、得会

方法的变更、开会间隔时间的变动等。一般情况下，钱会会约内容的变动往往涉及会首及会脚权利
义务的变化，因此，钱会内容的变更应当经会首及全体会脚的同意。

２．钱会主体的变更
在钱会的运作中，未得会会脚若因破产等各种原因不能继续缴纳会钱，经会首及其他会脚的同

意，可以将其在钱会中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他人，这种行为也称为会的让渡或让会。让会之后，原会
脚的权利义务一概由受让人承受，原会脚与钱会的关系解除。这种转让权有时在会约中就明确规
定了，如在笔者收集到的一些民国时期的会书中明确载明：“倘有半途止中，自觅亲友顶替补会”；
“有中途退会者，由首会另邀顶补之人，其本利概归顶补之人接受”。如果会约没有明确规定，则这
种让渡应当经会首和其他会脚同意，否则一旦发生纠纷，钱会所产生的责任仍然由原会脚承担。如

１６１



果会脚未得会就死亡的，则由其继承人承受相应的权利义务，不发生让会问题；如果继承人无力继
续缴纳会钱，则由会首推荐他人顶替。对于会首让会问题，钱会会规往往规定“会首毋得允让”，会
首不得让会大抵是由会首在钱会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如果允许会首让渡权利义务，那么将动摇钱
会存在的基础。从笔者收集的资料看，各种钱会会规基本上没有涉及已得会会脚的让会问题。

民国时期的摇会还有一种习惯：未得会会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购买得会权，这会直接导致当期
得会人的变更。在具体操作中主要有两种情形：（１）急需资金的未得会会脚在每期摇会开摇之前，

可以提出愿意以适当的代价购买得会权的请求。如果各未得会会脚同意，那么当期就无需摇彩，会
款直接交该会脚使用。所得的利益由各未得会会脚分得，会首无权获得相应利益。（２）急需资金的
未得会会脚在当期摇会已经摇出得会人时，也可以若干代价向得会人提出购买得会权。如果得会
人同意，那么该交易即可成交。此时，承买人就成为已得会人，原得会人则仍然为未得会人，按照相
应的约定缴交会钱。［１７］１３０

（二）钱会的终止规范
钱会的终止是指钱会的参与者终止钱会关系，使各方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结合民国时

期钱会运作的实际情况，钱会终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种：（１）满会。满会也称为“终会”，即钱会经
过若干次转会，最后只剩一个没有得会的会脚，在钱会最后一次开会时，由该未得会的会脚收得会
款，这样钱会就宣告结束。满会是钱会权利义务终止的基本原因，在满会的情形下，钱会目的实现，

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不存在还需要进行清理的债权债务关系。（２）倒会。倒会也称散
会，是指会首或会脚不按期缴纳会款致使钱会不能继续运行的情形。倒会体现了钱会运作中存在
的风险，也是钱会发生纠纷的重要原因。在实践中，钱会倒会大多是由于会首或已得会会脚的偿付
能力不足引起的，如“会脚因力量不足，多有借贷以应会者，请会人亦每以图凑人数，而忽于会脚之
资力，时有倒会之虞，影响合会之信用”［１９］；未得会会脚无力继续缴纳会钱时，因其处于债权人的地
位，因此不会引发倒会问题，而是产生让会退会问题。钱会倒会后，会首与会脚应当就钱会债权债
务进行清算，习惯上该债权债务的清算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１）未得会会脚直接向会首要求偿还
会钱，例如当上海崇明县合会的“已收者不能履行其会款时，挨收者都向首会求偿”［７］４１９，然后由会
首负责向各已得会会脚收取会钱；对于无力支付的已得会会脚，会首应当承担代垫责任。（２）未得
会会脚以其所持的会收票，直接向各已得会会脚求偿，在未得会会脚无法实现其债权时，则由会首
负清偿责任，例如在江苏十贤会散会时，“会主对于已出赀之会友负逐年偿还会款义务，其他已收会
款之人对于出赀之人亦同负偿还之义务也”［７］４０４；在１９４０年代台湾地区的标会习惯中，“倘发生倒
会情事，此时活会会员（即未得会会脚）如执有死会会员（即已得会会脚）之借据，习惯上认为该活会
会员得迳向该死会会员求偿，惟如求偿未获，则由会首负清偿责任”［２０］。

四、钱会的保障机制

（一）信任关系的内在保证
从钱会的运作机制看，会首可以优先使用首期会款，以后各期则通过摇骰子、抽签或竞标等方

式来确定会款的使用人。可见，钱会会款的使用必然有先后之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总是先按照
约定的数额缴纳会钱，供得会人使用。在这种情形下，得会人与未得会会脚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
借贷的关系，因此，得会人是否能够按照约定继续缴纳会钱（相当于偿还借款），是钱会能否顺利进
行的关键。民国时期钱会的参与者基于相互的信任，彼此相信对方能够按时缴纳每期的会钱，从而
保证了钱会的顺利进行。因此，在当时的许多钱会会规中都会出现“谨以义起，冀以信终”、“始终如
一”等措辞。可以说，钱会参与者间的信任关系内在地保证了钱会的正常运行，如果没有这种信任
关系，那么钱会是不可能成为当时社会最为通行的一种资金融通形式。

钱会参与者间的信任是一种基于熟人关系的信任，它的范围比较小，基本上局限于一个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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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这种群体圈子之中，人们彼此之间都比较熟悉，相互交往也较为频繁。费孝通先生曾描述过
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特征：“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
小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２１］在这种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往往容
易建立起较高程度的信任。民国时期钱会参与者所具有的血缘性和地缘性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这种信任在维持钱会正常运作中的重要作用，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记载了钱会参与者的
情况：“会员人数从８－１４人不等。在村庄里，保持密切关系的亲属圈子有时较小。因此，会员可能
扩展至亲戚的亲戚或朋友……，但这种互助会的核心总是亲属关系的群体，一个亲戚关系比较广的
人，在经济困难时，得到帮助的机会也会比较多。”［２２］在这种熟人社会中，人们相互了解对方的各种
信息，包括人品、能力、财产、社会关系等，各自会依据这些长年累月获得的信息，来判断某个人是否
值得信任。如果一个人不曾有过欺骗他人的行为、不存在其他不诚实的情况，那么他的人品就会获
得该群体中其他人的信任；反之，亦然。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邀请自己的亲属、街坊邻居、

朋友等关系密切、彼此熟悉的人参加钱会，以便参与者较为容易地考量对方的人品、能力等，而不会
邀请关系一般、相互不了解，或者不诚实的人参加钱会。

（二）社会舆论的外在约束
钱会中的信任要求参与者以诚待人、讲究信用，以道德层面的规则促使参与者按照约定缴纳会

钱，维系钱会的正常运作。然而，基于这种信任的钱会仍然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信任者对被信任
者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的计算，这样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过去有着良好口碑和履行承诺能力的人，

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做出不诚实的行为，从而破坏了钱会的正常运转，导致钱会的倒会。然而，在
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太多的钱会倒会、散会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同一群体圈子所形成的关系网络
约束了个人的行为，使他们不敢破坏钱会的规则。一旦有人破坏了人们的预期，他将会遭到该群体
的一致排斥，这体现了人们所处的群体圈子对个人行为的约束。这种约束是一种“软约束”，它依靠
的是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如果有人出现了违约行为，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其个人的声誉会受到
影响。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流动性很低，甚至不流动，在这样的群体中，一旦失去声誉要想重新获得
是非常困难的。可见，“个人声誉也具有约束功能，它可以成为人们在合会中守信的抵押品，成为制
约少数人实施机会主义的有效机制，因而对合会的稳定运转具有特殊的意义”［２３］。在不流动或流
动性很低的传统社会中，守信的人可以得到更多的尊重或潜在的收益，而失信者不仅会受到社会舆
论的谴责，而且还会有其他严重的惩罚，例如失信者由于声誉受损，将丧失参与其他可以获利的合
作关系的机会，也将无法参与该群体圈子的其他活动，从而被排除在相应的社会圈子之外，严重者
甚至无法在这一地区继续生活下去，不得不背井离乡。可见，失信者在获得近期利益的同时，将会
遭受一系列的长期损害。在失信者要承担高昂违约成本的情况下，很少人会以身试错。可以说，如
果没有这种社会舆论的外在约束，钱会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是难以存在和发展的。

（三）担保机制的强制保障
无论是参与者间信任关系的内在保证还是社会舆论的外在约束，显然都不具有强制性，而且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流动性逐渐增强，上述两种约束机制已经不能充分保障钱会的顺利运
行，因此，民国时期的钱会开始引入担保制度。由于会首是钱会的发起者、组织者，其信用程度直接
关系到整个钱会的稳定性，因此，在钱会成立时，会首往往要提供一定的不动产作为担保。一般情
况下，会首应“提出不动产之一部分（其值须倍于会额，多为田契之类），交与会脚递执，每年由得会
者交来年得会者收执，得会后交往下届。会终后，返诸会首”［１７］１１８。在江西南康县的“四不盖会”中，

会首在领取首期会款时，“即须交不动产契据，付与各会脚依次轮执”［７］４７７。在有些钱会中，不仅会
首应当提供担保，而且得会人在领取会款时，也要提供担保，如湖南省石门、湘乡等地的“金钱结会”

明确要求得会人必须“书立田地屋产抵据，经会首公同踏看实在，方可领钱”［７］５５３。有些钱会则没有
要求得会人提供物的担保，但要求得会人提供人的保证，如广东标会“凡得会者，必须觅一有信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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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殷实之商店作保证，以负完全责任，始克收领会款”［１７］６１；河北定县的坐会会规明确规定：“一使
二保，无保不许使会”［２４］，就是指得会人在收取会款时，必须有两人为其作保证，如果没有保证人担
保的，得会人不得领取会款。这种担保机制的引入有助于保障钱会的顺利进行，避免发生倒会问
题。

为了保障钱会的正常运行、不受外界因素干扰，民国时期各地钱会大多还规定，钱会之外的债
权债务不得在会中抵扣，如在笔者收集到的各种会规中都有“会外进出，概不牵涉”或“会外款项，概
不抵划”的内容。

五、钱会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司法实践的互动

在国家立法层面，民国时期虽然没有专门制定成文法对钱会进行规制，但是立法机关对民间习
惯的重视却是毋庸置疑的，如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总长江庸在谈及《大清民律草案》的修正原因时，

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前案多继受外国法，于本国固有法源，未甚措意。如《民法债权篇》于通行之
‘会’，《物权篇》于‘老佃’、‘典’、‘先买’，《商法》于‘铺底’等全无规定，而此等法典之得失，于社会经
济消长盈虚，影响极巨，未可置之不顾”［２５］。在南京国民政府起草民法典时，立法机关依然贯彻着
“参以各国法例，准诸本国习惯”原则。鉴于这种立法思路，１９２９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典》第１
条就明确规定：“民法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或虽有习惯而法官认为不良者，依法理”；第２条
规定：“凡任意条文所规定之事项，如当事人另有契约，或能证明另有习惯者，得不依条文而依契约
或习惯，但法官认为不良之习惯不适用之”，这些规定表明当时国家法律对钱会习惯的认可。钱会
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国家制定法的补充作用，在国家制定法暂时缺位的情况下，发挥着定
纷止争的功能。

在司法层面，司法机关对民间习惯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认为“世事演进，人事日繁，仅恃法律（制
定法———引者注）为范畴，断不是尽用而通其变。故虽在法治先进各国，仍莫不引用习惯以济其
穷”［２６］。民国初年的《大理院判例要旨》体现了一系列援用民间习惯的规则：“法律之效力优于习
惯”、“习惯优于未颁布之草案”、“适用习惯之前提”、“习惯法成立要件”等。① 在民国初年涉及钱会
的司法判决中，较为典型的是大理院１９１４年上字第９３１号判例，大理院认为在集会（即钱会）“各会
员尚未完全收回其出资，或偿还其所收他会员之出资以前，各会员间均保持共同之利害关系，而不
容有所差异”［２７］。显然，大理院是依照钱会习惯的内容来理解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同样地，

重庆北碚法院在１９４６年审理的王思瑶诉黄子璞、同心长钱会案中，认为会首与会脚间以及会脚相
互之间，均发生钱会之债权债务关系；钱会倒会时，会首与已得会会员应当负返还会钱的责任，因此
法院判令会首与已得会会脚向未得会会脚返还会钱［１５］。事实上，在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４９年间重庆地方
法院、重庆北碚法院和四川高等法院重庆分院审理的钱会纠纷案件中，也都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对
民间习惯的尊重和承认，体现了国家对钱会关系的保护。

六、结　语

钱会习惯法在民国时期已经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的乡土社会之中，发挥着规范钱会运行、促进
钱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钱会不仅数量多、分布范围广，而且在普通百姓日常的借贷来源
中也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可以说，钱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间资金流通，成为当时人们特别是农
民融通资金的一种重要渠道，推动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钱会这一传统的资金融通
形式再次活跃，在经济发达的福建、浙江、江苏、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尤为流行。这说明钱会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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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关于习惯法成立必须符合以下四个要件：一是律无明文；二是确有习惯事实（物的要素）；三是为该地所普行，当事人均

共信为有拘束其行为之效力（心的要素）；四是不违背善良风化、公安秩序。以上四要件，“有一不备，断难予以法之效力”。参见《大理院

判例要旨·民律》，载北洋政府司法部《司法公报临时赠刊》第４３期，第２－４页。



程度上适应了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国家在钱会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
中应当对民间习惯予以充分的重视，引导和规范钱会活动，从而在防范钱会风险的同时，充分发挥
其积极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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